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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已有研究探讨了营商环境组成部分的变化与企业社会责任(ＣＳＲ)之间的关系ꎬ但
尚未有文献研究整体营商环境的改善对 ＣＳＲ 的影响ꎮ 使用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ꎬ研究发现ꎬ营
商环境改善对企业的 ＣＳＲ 履行有积极影响ꎬ而企业家政治关联则会削弱营商环境改善对 ＣＳＲ 的

积极影响ꎮ 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ꎮ 进一步分析发现ꎬ营商环境改善仅会

对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和公益社会责任(未扣除抵税效应)产生正向影响ꎬ但对企业的员工社会责

任没有显著影响ꎮ 同时ꎬ营商环境改善对 ＣＳＲ 的积极影响在营商环境水平较高地区中更大ꎮ 此

外ꎬ机制分析表明ꎬ营商环境改善会通过经济激励和利他主义两个机制提高企业的 ＣＳＲ 表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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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ꎬ企业的社会责任(ＣＳＲ)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徐
细雄、李摇琴ꎬ ２０１８) [１]ꎮ 但是ꎬ由于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制度建设起步较晚ꎬ现有研究的结论大

多表明中国企业ꎬ特别是私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普遍较低ꎬ且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徐细

雄、李摇琴ꎬ ２０１８[１]ꎻ 陈贵梧等ꎬ ２０１７[２])ꎮ 对于企业而言ꎬ履行社会责任不仅可以满足利益相关

者的期望(Ｃｈｅｎ 等ꎬ ２０２１) [３]ꎬ也可以提高企业的市场声誉、创新能力、财务绩效和风险承担能力

(Ｖｉｓｈｗａｎａｔｈａｎ 等ꎬ ２０２０) [４]ꎮ
在 ＣＳＲ 的影响因素方面ꎬ一些研究强调了营商环境的变化在 ＣＳＲ 履行中的重要性ꎮ 这些

研究涉及法律制度(Ｃａｍｐｂｅｌｌꎬ ２００７[５]ꎻ Ｉｏａｎｎｏｕ 和 Ｓｅｒａｆｅｉｍꎬ ２０１２[６] )、政府干预(Ｇｒａａｆｌａｎｄꎬ
２０１９) [７]、腐败(Ｕｃａｒ 和 Ｓｔａｅｒꎬ ２０２０) [８] 和社会信任(Ｃｈｅｎ 等ꎬ ２０２１) [３] 等营商环境的组成部

分ꎮ 虽然探讨营商环境具体分项的变化与 ＣＳＲ 之间的关系ꎬ可以为营商环境建设和企业履行

ＣＳＲ 的决策提供参考ꎮ 但是ꎬ这些研究忽视了一个要点ꎬ即企业的经营决策是由“综合”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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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整体营商环境的变化决定的ꎬ营商环境某一具体分项的改善并不意味

着整体营商环境得到了提升ꎮ 也就是说ꎬ在企业中ꎬ有关 ＣＳＲ 的决策可能更多地取决整体营

商环境的变化ꎮ 所以ꎬ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是ꎬ整体营商环境的改善会对企业履行 ＣＳＲ 产生

怎样的影响?
中国营商环境的改善为这一研究提供了合适的背景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开启了一系列

有关改善营商环境的改革ꎬ旨在打造一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ꎬ树立“亲清”政
商关系ꎮ 这一系列改革收到了良好的效果ꎮ 根据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ꎬ中国的营商环境

由 ２００９ 年的全球第 ８９ 名ꎬ上升到了 ２０２０ 年的第 ３１ 名ꎮ 营商环境的改善不仅意味着正式制

度的改善ꎬ也意味非正式制度的完善(Ｃａｍｐｂｅｌｌꎬ ２００７[５]ꎻ Ｉｏａｎｎｏｕ 和 Ｓｅｒａｆｅｉｍꎬ ２０１２[６]ꎻ Ｇｒａａｆ￣
ｌａｎｄꎬ ２０１９[７])ꎻ不仅能够促进新企业的进入(Ｚｈｏｕꎬ ２０１７) [９]ꎬ也能够帮助在位企业更为容易

地获取生产经营所需的资源(Ｚｈｏｕꎬ ２０１３) [１０]ꎮ 这将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ꎬ增加企业可

用于履行 ＣＳＲ 的资源(Ｓｅｉｆｅｒｔ 等ꎬ ２００４) [１１]ꎮ
不过ꎬ作为一种私营企业生存的重要非市场战略(Ｍｕｔｔａｋｉｎ 等ꎬ ２０１８) [１２]ꎬ企业家的政治

关联可能会使得政府在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中产生影响ꎮ 有研究认为ꎬ即便是在高度发达的

正式制度下ꎬ政治关联也会带来监管放松、税收优惠甚至政府合同的优先获取等好处(Ｚｈｏｕꎬ
２０１３[１０]ꎻ Ｍｕｔｔａｋｉｎ 等ꎬ ２０１８[１２])ꎮ 但是ꎬ政治关联的建立和维持也需要企业付出相应的成本ꎬ
如响应本地政府对控制失业、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等目标的追求(徐细雄、严由亮ꎬ ２０２１) [１３]ꎮ
这将促使企业增加雇佣ꎬ增加对那些能够快速促进经济增长的项目的投资ꎬ带来冗员和产能过

剩的风险(汪涛等ꎬ ２０２１) [１４]ꎮ 这意味着ꎬ当营商环境改善时ꎬ政治关联可能会减少由营商环

境的改善所带来的可用于履行 ＣＳＲ 的资源ꎮ 因此ꎬ本文还探讨了政治关联对营商环境改善与

ＣＳＲ 之间关系的影响ꎮ 本文的贡献有三个方面:
第一ꎬ探讨了整体营商环境改善对 ＣＳＲ 的影响及其理论机制ꎮ 以往文献大多只探讨了营

商环境组成部分的变化对 ＣＳＲ 的影响ꎬ但对于企业而言ꎬ其经营决策的主要依据是整体营商

环境的变化ꎬ而非营商环境组成部分的变化ꎮ 因而探讨整体营商环境的改善对 ＣＳＲ 的影响ꎬ
不仅能够得到整体营商环境的变化影响 ＣＳＲ 的理论机制和经验证据ꎬ还能够为企业家的经营

决策提供更为全面的理论依据ꎮ
第二ꎬ探讨了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ꎬ丰富了营商环境与 ＣＳＲ 之间关系的文献ꎮ 虽然营商

环境的改善意味着正式制度的完善ꎬ以及由此带来的政府干预的减少(Ｇｒａａｆｌａｎｄꎬ ２０１９[７]ꎻ Ｌｉ
等ꎬ ２０２１[１５])ꎬ但是政治关联仍然会将政府与企业联系起来ꎬ并使得政府在企业的经营决策中

产生影响ꎬ进而影响营商环境与 ＣＳＲ 之间的关系ꎮ
第三ꎬ本文以企业家对营商环境变化的评价来衡量营商环境的改善ꎬ能够在一个更微观的

层面上讨论营商环境的改善与 ＣＳＲ 之间的关系ꎬ进而更好地处理实证中遇到的异质性问题ꎮ
现有文献在讨论营商环境与 ＣＳＲ 之间的关系时ꎬ普遍采用国家或地区层面的加总数据(Ｃａｍｐ￣
ｂｅｌｌꎬ ２００７[５]ꎻ Ｉｏａｎｎｏｕ 和 Ｓｅｒａｆｅｉｍꎬ ２０１２[６]ꎻ Ｕｃａｒ 和 Ｓｔａｅｒꎬ ２０２０[８])ꎮ 然而ꎬ即便是在整体营商

环境变好的情况下ꎬ不同地区或行业的企业家可能有不同的营商环境感知ꎮ 这意味着使用加

总数据来评价营商环境ꎬ将会忽略微观层面的企业异质性ꎬ进而在实证分析中导致遗漏变量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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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Ｎａｅｅｍ 和 Ｗｅｌｆｏｒｄꎬ ２００９) [１６]ꎮ 本文所使用的企业家对营商环境变化的评价ꎬ不仅能够同

时处理地区、行业和企业层面的异质性ꎬ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遗漏变量问题ꎮ
二、研究假设

(一)营商环境改善与企业社会责任

现有研究认为ꎬ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主要受到经济激励、合法性与利他主义①三类动机的影

响(徐细雄、李摇琴ꎬ ２０１８[１]ꎻ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等ꎬ ２００２[１７]ꎻ Ａｇｕｉｌｅｒａ 等ꎬ ２００７[１８])ꎮ 在营商环境改善

影响 ＣＳＲ 的过程中ꎬ这三种动机可能同时存在ꎮ
１.经济激励动机

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保护私有产权(Ｎｙｓｔｒöｍꎬ ２００８) [２０]、优化投资环境(Ｂｒａｎｓｔｅｔｔｅｒ 等ꎬ
２０１４) [２１]、降低创业成本(Ｋｌａｐｐｅｒ 等ꎬ ２００６) [２２]ꎮ 这意味营商环境的改善能够促进新企业的

进入ꎬ提高在位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ꎮ 在竞争性市场中ꎬＣＳＲ 可以作为一种实现差异化竞争、
进入新市场的方式ꎬ帮助企业在细分市场中实现产品或服务与消费者偏好之间的最佳匹配ꎬ而
且市场竞争会提高不道德行为对企业利润的伤害(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Ｋｒａｎｚ 和 Ｓａｎｔａｌóꎬ ２０１０) [２３]ꎮ 这

意味着营商环境的改善ꎬ还能够减少企业的消极社会行为ꎮ
同时ꎬ资源基础观认为ꎬ有价值、稀缺且可开发利用的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Ｂａｒ￣

ｎｅｙꎬ １９９１) [２４]ꎮ 因而企业应将稀缺资源用于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ꎬ用于 ＣＳＲ 等资源则应从冗

余资源中选取(Ｓｅｉｆｅｒｔ 等ꎬ ２００４) [１１]ꎮ 营商环境的改善将至少从两个方面增加企业的资源ꎮ
一方面ꎬ随着营商环境的改善ꎬ生产要素的获取成本将大大降低(Ｌｉ 等ꎬ ２０２１) [１５]ꎬ这将增加企

业的可用资源ꎮ 另一方面ꎬ在较差营商环境中经营的企业更关注生存而不是增长(Ｓｍａｌｌｂｏｎｅ
和 Ｗｅｌｔｅｒꎬ ２００１) [２５]ꎮ 因此ꎬ当营商环境得到改善后ꎬ企业对生存的担忧将会缓解ꎬ这将有利于

企业投资于生产性活动(Ｂｒｕｈｎꎬ ２０１１) [２６]ꎮ
２.合法性动机

一方面ꎬ营商环境的改善为企业的经营建立发达的市场体系和公共基础设施ꎬ并通过法律

制度的完善来推动法治ꎬ以规范企业的行为(Ｇｒａａｆｌａｎｄꎬ ２０１９[７]ꎻ Ｌｉ 等ꎬ ２０２１[１５])ꎮ 因此ꎬ随着

营商环境的改善ꎬ政府监管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将规范企业的行为ꎬ促使企业以对社会负责任的

方式行事ꎮ
另一方面ꎬ营商环境的改善会带来更多媒体和利益相关者的关注(Ｄａｒｒｅｌｌ 和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ꎬ

１９９７) [２７]ꎬ提高企业在非正式制度方面的社会责任履行压力ꎮ 这是因为ꎬ媒体和公众舆论对公

司的盈利和生存至关重要ꎬ它塑造了公司的合法性和声誉(Ｇａｒｃｉａ－Ｓａｎｃｈｅｚ 等ꎬ ２０１６) [２８]ꎮ 而

且ꎬ当企业承担 ＣＳＲ 的信息更透明时ꎬ利益相关者更有可能奖励好的行为或制裁坏的行为

(Ｇｒａａｆｌａｎｄꎬ ２０１９) [７]ꎮ 这时ꎬ为了获得社会认可和避免惩罚ꎬ企业有动机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

(Ｃｈｅｎ 等ꎬ ２０２１[３]ꎻ Ｄａｒｒｅｌｌ 和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ꎬ １９９７[２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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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经济激励是指企业可以通过履行社会责任ꎬ来提高知名度、声誉ꎬ改善经济绩效(Ｄｅｎｇ 等ꎬ ２０１３) [１９] 与

实现战略目标(Ａｇｕｉｌｅｒａ 等ꎬ ２００７) [１８] ꎮ 合法性动机是指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期望ꎬ以此获

取生存所需的资源与合法地位(Ｃａｍｐｂｅｌｌꎬ ２００７) [５] ꎮ 利他主义则是指企业和企业家基于对道德标准和道德

原则的关注ꎬ对 ＣＳＲ 影响(Ａｇｕｉｌｅｒａ 等ꎬ ２００７) [１８]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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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利他主义动机

营商环境改善ꎬ可能会通过提高企业家的主观地位ꎬ提高企业的 ＣＳＲ 表现ꎮ 主观地位强

调个体将自己拥有的财富、资源与他人比较时ꎬ对自己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一种主观感受

(Ｈｕａｎｇ 等ꎬ ２０１７) [２９]ꎮ 在私营企业发展初期ꎬ很多企业都存在偷税漏税等不合法行为ꎬ导致

一些企业家产生其产权可能会被侵占甚至剥夺的预期(唐松等ꎬ ２０１７) [３０]ꎮ 随着产权保护制

度的健全ꎬ私营企业家对自身产权被剥夺的预期逐渐降低ꎮ 而且ꎬ随着营商环境的改善ꎬ企业

绩效也会得到改善(Ｂｒｕｈｎꎬ ２０１１) [２６]ꎮ 这会提高企业家地位感知ꎮ 同时ꎬ心理学和管理学方

面的研究发现ꎬ企业家主观地位的提升将会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ꎬ使其更加关注关键利益相

关者和更广泛的社会需求ꎬ进而提高企业家参与社会责任活动的可能性(Ｉｏａｎｎｏｕ 和 Ｓｅｒａｆｅｉｍꎬ
２０１２) [６]ꎮ 综上所述ꎬ本文提出假设 １ꎮ

假设 １:营商环境的改善会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ꎮ
(二)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

尽管营商环境的改善意味着政府干预和寻租行为的减少ꎬ但企业家的政治关联可能通过

帮助企业获取资源、规避合法性压力等方式影响营商环境的改善与 ＣＳＲ 之间的关系ꎮ
首先ꎬ相对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ꎬ在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ꎬ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提高

ＣＳＲ 的积极影响更小ꎮ 对于企业而言ꎬ政治关联能够帮助企业在获取稀缺资源、私人信息和有

利政策方面受益(Ｇｅ 等ꎬ ２０１７) [３１]ꎬ并帮助企业规避可能源自利益相关者压力的监管行动

(Ｍｕｔｔａｋｉｎ 等ꎬ ２０１８) [１２]ꎮ 而营商环境的改善ꎬ能够帮助企业更为容易地获取生产经营所需的

信息、资源和保护ꎮ 这意味政治关联和营商环境对企业的作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ꎮ
同时ꎬ由于建立和维护政治关联也需要企业响应政府对企业参与社会责任的要求ꎬ参与慈善捐

赠等活动(徐细雄、李摇琴ꎬ ２０１８) [１]ꎮ 因此ꎬ对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ꎬ由于其已经履行了一定

社会责任ꎬ因而营商环境改善对推动其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相对弱化了ꎮ
其次ꎬ政治关联还会减少营商环境改善所带来的可用于履行社会责任的资源ꎮ 一方面ꎬ政

府同意与企业建立联系可能是政府出于财政收入最大化和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Ｆｒｙｅ 和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ꎬ １９９７) [３２]ꎮ 这时ꎬ对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ꎬ政府会推动它们将资源投入到那些能够带

来更快经济增长的项目当中ꎮ 这将挤占营商环境的改善所带来的可用资源ꎬ降低企业的社会

责任绩效ꎮ 另一方面ꎬ政治关联可能导致企业对政策资源的过度依赖ꎬ使得企业缺乏信息搜

集ꎬ自主创新能力(于文超、梁平汉ꎬ ２０１９) [３３]ꎮ 同时ꎬ营商环境改善还会加剧市场竞争ꎮ 因

此ꎬ相对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ꎬ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可能会更难适应在营商环境改善之后市场

竞争度的提高ꎬ这可能会降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的绩效ꎬ减少可用于履行社会责任的投入ꎮ 因

此ꎬ本文提出假设 ２ꎮ
假设 ２:在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ꎬ营商环境的改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积极影响更弱ꎮ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 ２０１４ 年全国私营企业调查(ＣＰＥＳ)ꎮ ２０１４ 年的 ＣＰＥＳ 调查共收回有

效问卷 ６１４４ 份ꎮ ＣＰＥＳ 调查三个方面的内容:企业家个人信息ꎬ企业的经营与治理现状ꎬ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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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对发展环境的评价ꎬ可以很好地满足本文的需求ꎮ 而且ꎬ使用 ＣＰＥＳ 的另外一个好处在

于ꎬ被调查的企业绝大多数为非上市公司ꎬ这能够帮助我们了解非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情

况ꎮ 虽然 ２０１４ 年的 ＣＰＥＳ 调查没有询问企业是否为上市公司ꎬ但 ２０１６ 年的 ＣＰＥＳ 调查设计了

这一问题ꎮ 从 ２０１６ 年的调查结果来看ꎬ在 ８０８３ 个有效样本中ꎬ仅有 ２.０５％的企业为上市公

司ꎮ 由于 ＣＰＥＳ 的调查为随机抽样调查ꎬ且 ２０１４ 和 ２０１６ 的调查方法基本一致ꎬ因而在 ２０１４ 年

的调查中ꎬ上市公司的比例与 ２０１６ 年相当ꎮ 不过ꎬ由于 ２０１６ 年的 ＣＰＥＳ 数据没有对企业家的

整体营商环境感知进行询问ꎬ也没有合适的调查项目可用于构造工具变量ꎬ进而解决营商环境

评价和 ＣＳＲ 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问题(参见后文的内生性问题)ꎮ 因此ꎬ正文的实证分析

仅使用了 ２０１４ 年的 ＣＰＥＳ 调查数据ꎮ 在稳健性检验部分ꎬ我们使用 ２０１６ 年的数据得到的回

归结果(无论是否删除上市公司)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ꎮ 此外ꎬ需要说明的是ꎬ由于本文

所选取的变量中存在一些缺失值ꎬ因而在不同的回归模型ꎬ样本量存在差异ꎮ
(二)变量选择

１.被解释变量

企业社会责任指数(ＣＳＲ)ꎮ 在 ２０１４ 年的 ＣＰＥＳ 中ꎬ有三个调查项可以用于构造企业的社

会责任履行情况ꎬ分别是:(１)企业员工培训费用ꎻ(２)治理污染的金额ꎻ(３)为扶贫、救灾、环
保、慈善等公益事业捐助的价值总额ꎮ 这涵盖了企业的员工、环境和公益三个方面的社会责

任ꎮ 但是ꎬ由于这三个方面的支出并不直接可比ꎬ借鉴现有研究的做法ꎬ本文使用计数变量的

方式来构建 ＣＳＲ 指标(陈贵梧等ꎬ ２０１７) [２]ꎮ
具体地ꎬ如果员工培训支出大于 ０ꎬ则员工社会责任取值为 １ꎬ否则为 ０ꎻ如果污染治理支

出大于 ０ꎬ则环境社会责任取值为 １ꎬ否则为 ０ꎻ如果慈善捐赠金额大于 ０ꎬ则将公益社会责任赋

值为 １ꎬ否则为 ０ꎮ 最后ꎬ借鉴陈贵梧等(２０１７) [２]的做法ꎬ将这三个虚拟变量加总ꎬ得到一个取

值为 ０ 到 ３ 的企业社会责任综合指数(ＣＳＲ)ꎮ
２.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

营商环境是否改善(ＥＮＶＩＲ)ꎮ 本文使用 ＣＰＥＳ 中企业家对“您认为过去两年企业发展环境

向好的程度”的回答来衡量 ＥＮＶＩＲꎬ并将答案中的“很大”“比较大”“不好说”“变化不大”和“很
差”五个选项依次赋值为 １ 至 ５ꎮ 不过ꎬ考虑到采用序数量表的设计会产生不可比偏误ꎬ参照

Ｎｇｕｙｅｎ 等(２０１６) [３４]的做法ꎬ本文将 ＥＮＶＩＲ 设置为二值虚拟变量ꎮ 即如果企业家选择“很大”和
“比较大”ꎬ则 ＥＮＶＩＲ 取值为 １ꎻ如果企业家选择“不好说”“变化不大”和“很差”ꎬ则赋值为 ０ꎮ

政治关联(ＣＯＮＮＥＣＴ)ꎮ 借鉴 Ｚｈｏｕ(２０１３) [１０] 的做法ꎬ如果企业家担任了“人大代表”或

“政协委员”ꎬ则政治关联取值为 １ꎬ否则为 ０ꎮ
３.控制变量

本文在企业家和企业两个层面上设置了控制变量ꎮ 企业家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ꎬ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ꎬ年龄(ＡＧＥ)ꎬ受教育程度(ＥＤＵ)ꎬ创业前工作经历(ＢＥＦＯＲＥ)ꎬ是否为工商联会

员(ＭＥＭＢＥＲ)ꎬ对经济政策的关注度 ( ＣＯＮＣＥＲＮ)ꎮ 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为ꎬ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ꎬ企业年龄(ＦＡＧＥ)ꎬ是否建立了党组织(ＰＡＲＴＹ)ꎬ是否设立了工会(ＵＮＩＯＮ)ꎬ企业的

日常经营是否主要由企业家负责(ＭＡＮＡＧＥ)ꎬ以及企业的资产利润率(ＲＯ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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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控制不可观测的地区或行业层面因素的影响ꎬ本文还设置了省份(ＰＲＯＶＩＮＣＥ)和行业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虚拟变量ꎮ 但由于本文的样本为截面数据ꎬ在设置了省份(行业)虚拟变量后ꎬ本
文没有再控制其他的省份(行业)层面变量ꎮ 表 １ 给出了上述变量的定义ꎮ

(三)模型设定

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ＣＳＲｉ ＝α１＋β１ＥＮＶＩＲｉ＋Ｘ′γ１＋δ＋μ＋ε１ (１)

其中ꎬ下标 ｉ 表示企业ꎮ ＣＳＲ 为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ꎻＥＮＶＩＲ 为企业家对营商环境改善与

否的评价ꎬβ１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参数ꎻＸ'为一系列企业家、企业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向量(包

括政治关联)ꎻδ 和 μ 分别为行业和地区固定效应ꎻε１为误差项ꎮ

为了检验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ꎬ根据江艇(２０２２) [３５]关于调节变量为虚拟变量时对模型设

定的建议ꎬ本文在式(１)的基础上设置了如下模型:
ＣＳＲｉ ＝ρ１＋θ１ＥＮＶＩＲｉ×ＣＯＮＮＥＣＴｉ＋θ２ＥＮＶＩＲｉ× １－ＣＯＮＮＥＣＴｉ( ) ＋Ｘ′φ１＋δ＋μ＋ε１ (２)

在式(２)中ꎬ只需要检验θ１是否等于θ２ꎬ就可以得到政治关联对营商环境改善与 ＣＳＲ 之间

关系的调节效应ꎮ
　 表 １ 变量定义

变量(缩写) 定义

企业社会责任(ＣＳＲ) 企业的员工、环境和公益社会责任履行项目数ꎬ取值为 ０ 到 ３

营商环境(ＥＮＶＩＲ) 对于“您认为发展环境的向好程度”这一问题ꎬ如果回答为“很大”或“比较大”取值

为 １ꎬ否则取值为 ０
是否有政治关联(ＣＯＮＮＥＣＴ) 企业家担任了“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取值为 １ꎬ否则为 ０
企业家性别(ＧＥＮＤＥＲ) 男性取值为 １ꎬ女性取值为 ０
企业家年龄(ＡＧＥ) ２０１４ 年减去企业家出生年份ꎬ并取对数

受教育程度(ＥＤＵ) 小学及以下取值为 １ꎻ初中取值为 ２ꎻ高中和中专取值为 ３ꎻ大专取值为 ４ꎻ大学本科

取值为 ５ꎻ研究生及以上取值为 ６

创业前工作经历(ＢＥＦＯＲＥ) 企业家在创业前是担任过县处级及以上官员ꎬ或是在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

业担任过主要负责人取值为 １ꎬ否则取值为 ０
是否为工商联会员(ＭＥＭＢＥＲ) 企业家为工商联会员取值为 １ꎬ否则取值为 ０

对经济政策的关注度(ＣＯＮＣＥＲＮ) “您通过上网浏览财经类或与本行业相关的专业网的频率”ꎬ不看取值为 １ꎬ很少取

值为 ２ꎬ有时取值为 ３ꎬ经常取值为 ４
企业规模(ＳＩＺＥ) 企业就业人数的对数

企业年龄(ＦＡＧＥ) ２０１４ 年减去企业注册为私营企业的年份

是否建立了党组织(ＰＡＲＴＹ) 企业建立了党组织取值为 １ꎬ否则取值为 ０
是否设立了工会(ＵＮＩＯＮ) 企业设置了工会取值为 １ꎬ否则取值为 ０

日常经营负责人(ＭＡＮＡＧＥ) 企业家是日常经营负责人取值为 １ꎬ职业经理人和高层管理会议是日常经营负责人

取值为 ０
销售利润率(ＲＯＳ) 净利润除以销售额(双侧缩尾 １％)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表 ２ 给出了变量(不含虚拟变量)的描述性统计ꎮ 在本文的样本中ꎬ有 ４８.８％的企业家认

为营商环境在“过去两年”得到了改善ꎮ 而且ꎬ认为营商环境变好的企业家为主要出资人的企

业平均履行了 １.４３１ 项社会责任ꎬ但认为营商环境没有变好的企业家为主要出资人的企业平

均仅履行了１.０９２项社会责任ꎮ 这意味着营商环境向好可能预示着更高的 ＣＳＲ 履行水平ꎬ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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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预期一致ꎮ 同时ꎬ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家的企业履行了更多的社会责任ꎮ
在控制变量方面ꎬ认为营商环境改善的企业家为男性的比例相对更高ꎬ受教育程度相对更

高ꎬ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也更为关心ꎬ曾任县处级以上官员、企业负责人、工商联会员的可能性更

大ꎮ 再有ꎬ认为营商环境变好的企业家为主要出资人的企业拥有相对更大的规模ꎬ更长的经营

时间和更高的利润ꎬ而且更有可能建立工会和党组织ꎮ 这表明企业家认为营商环境变好可能

与这些控制变量有关ꎬ即所选样本可能存在着一定的选择性偏误ꎮ 而在回归模型中加入这些

控制变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选择性偏误ꎮ
　 表 ２ 描述性统计

全样本 ＥＮＶＩＲ＝ ０ ＥＮＶＩＲ＝ １
均值

(１)
标准差

(２)
最小值

(３)
最大值

(４)
均值

(５)
标准差

(６)
均值

(７)
标准差

(８)

组间差异平均值

(９)

ＣＳＲ １.２５４ ０.８８９ ０ ３ １.０９２ ０.８８７ １.４３１ ０.８５６ －０.３３９∗∗∗

ＥＮＶＩＲ ０.４８８ ０.５００ ０ １ － － － － －
ＣＯＮＮＥＣＴ ０.３３５ ０.４７２ ０ １ ０.２８８ ０.４５３ ０.３８７ ０.４８７ －０.０９９∗∗∗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８５１ ０.３５６ ０ １ ０.８４２ ０.３６４ ０.８５９ ０.３４８ －０.０１６∗∗

ＡＧＥ ３.８０５ ０.１９４ ２.６３９ ４.２２０ ３.８０７ ０.１９９ ３.８０３ ０.１９０ ０.００４
ＥＤＵ ４.０６３ １.１０３ １ ６ ３.９４０ １.０９７ ４.１９５ １.０９４ －０.２５５∗∗∗

ＢＥＦＯＲＥ ０.２７２ ０.４４５ ０ １ ０.２４８ ０.４３２ ０.２９８ ０.４５８ －０.０５０∗∗∗

ＭＥＭＢＥＲ ０.７２９ ０.４４５ ０ １ ０.６７４ ０.４６９ ０.７８３ ０.４１２ －０.１０９∗∗∗

ＣＯＮＣＥＲＮ ３.３５２ ０.８２８ １ ４ ３.２８３ ０.８５１ ３.４２５ ０.７９７ －０.１４２∗∗∗

ＳＩＺＥ ４.１３２ １.５７９ ０.６９３ ８.００７ ３.８１３ １.５９０ ４.４７４ １.４９５ －０.６６１∗∗∗

ＦＡＧＥ １１.４５ ５.８３６ ３ ４１ １１.３１ ５.８４０ １１.５７ ５.８３５ －０.２５８∗

ＰＡＲＴ ０.４２９ ０.４９５ ０ １ ０.３７６ ０.４８５ ０.４８２ ０.５００ －０.１０６∗∗∗

ＵＮＩＯＮ ０.５７５ ０.４９４ ０ １ ０.５２１ ０.５００ ０.６２７ ０.４８４ －０.１０５∗∗∗

ＭＡＮＡＧＥ ０.５８４ ０.４９３ ０ １ ０.６３１ ０.４８３ ０.５３５ ０.４９９ ０.０９６∗∗∗

ＲＯＳ ０.０９５ ０.２０７ －０.９９１ ０.８００ ０.０８８ ０.２１３ ０.１０２ ０.２０１ －０.０１３∗∗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ꎮ 下同ꎮ

(二)基准回归结果与假设检验

表 ３ 给出了营商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ꎬ以及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的估计结果ꎮ 其中ꎬ列
(２)和列(４)则控制了省份和行业虚拟变量ꎬ列(２)和列(４)也是本文关注的主要结果ꎮ 可以

看出ꎬ在列(２)中ꎬＥＮＶＩＲ 的系数为 ０.１４５２ꎬ显著为正ꎬ说明当企业家认为营商环境得到改善

时ꎬ企业将会多履行 ０.１４５２ 项社会责任ꎮ 这就证明了本文的假设 １ꎮ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ＥＮＶＩＲ ０.１５９７∗∗∗ ０.１４２５∗∗∗

(０.０３０７) (０.０３１９)

ＥＮＶＩＲ×(１－ＣＯＮＮＥＣＴ) ０.２３９６∗∗∗ ０.２０８９∗∗∗

(０.０４０８) (０.０４２２)

ＥＮＶＩＲ×ＣＯＮＮＥＣＴ ０.０３４４ ０.０３８４
(０.０４５１) (０.０４６３)

ＣＯＮＮＥＣＴ ０.１９７８∗∗∗ ０.１９２４∗∗∗ ０.３０７９∗∗∗ ０.２８４５∗∗∗

(０.０３３３) (０.０３４４) (０.０４７０) (０.０４８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省份 / 行业虚拟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Ｒ２ ０.３８６ ０.４２２ ０.３８８ ０.４２４

样本量 ２８４２ ２６４２ ２８４２ ２６４２
　 注:括号内为在企业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ꎮ 下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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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４)的估计结果显示ꎬＥＮＶＩＲ×(１－ＣＯＮＮＥＣＴ)的系数显著为正ꎬＥＮＶＩＲ×ＣＯＮＮＥＣＴ 的系

数为正ꎬ但不显著ꎮ 这意味着在营商环境改善时ꎬ只有那些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才会提高其社

会责任的履行水平ꎮ 这与本文的预期一致ꎮ 因此ꎬ假设 ２ 也得到了证实ꎮ
(三)稳健性检验①

１.在 ＣＳＲ 中包含“五险一金”和对供应商的社会责任

在现有研究中ꎬ企业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也是员工社会责任的一部分(陈贵梧等ꎬ
２０１７) [２]ꎮ 同时ꎬ企业对供应商的社会责任也不应被忽视(Ｃａｒｒｏｌｌ 和 Ｂｕｃｈｈｏｌｔｚꎬ ２０１５) [３６]ꎮ 由

于企业与供应商之间最为直接的联系就是购买货物并支付货款ꎮ 因此ꎬ本文将企业是否为员

工缴纳“五险一金”ꎬ以及是否拖欠供应商货款纳入 ＣＳＲ 中ꎮ 具体地ꎬ如果为员工缴纳了社会

保险(住房公积金)ꎬ则赋值为 １ꎬ否则为 ０ꎻ拖欠供应商货款取值为 ０ꎬ没有拖欠取值为 １ꎮ 然

后ꎬ重新计算得到一个 ＣＳＲ 综合指标ꎮ 使用新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列于表 ４ 列

(１)和列(２)ꎮ 可以看出ꎬ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ꎬ估计结果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ꎮ
２.删除企业家态度模糊的样本

在“您认为过去两年企业发展环境向好的程度”这一问题中ꎬ企业家选择“不好说”是一种

模棱两可的态度ꎬ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家一定认为营商环境没有变好ꎮ 因此ꎬ本文将企业家选

择“不好说”的样本删去ꎬ并在表 ４ 的列(３)和列(４)给出了估计结果ꎮ 可以发现ꎬ估计结果与

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ꎮ
３.剔除慈善捐赠的抵税效应

在企业的慈善捐赠方面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ꎬ企业发

生的公益性支出中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 １２％的部分ꎬ可以予以扣除ꎮ 这意味着当捐赠额小于

年度总利润的 １２％时ꎬ企业进行慈善捐赠可能是为了抵税ꎮ 为消除抵税效应ꎬ借鉴陈贵梧等

(２０１７) [２]的做法ꎬ本文将企业用于慈善捐赠的金额减去年度利润总额的 １２％作为调整后的捐

赠金额ꎮ 然后将捐赠大于 ０ 的企业视为有慈善捐赠ꎬ重新计算 ＣＳＲꎮ 使用新的 ＣＳＲ 指标的估

计结果列于表 ４ 的列(５)和列(６)ꎮ 可以看出ꎬＥＮＶＩＲ 和 ＥＮＶＩＲ×(１－ＣＯＮＮＥＣＴ)的系数方向

和显著性水平仍与基准回归一致ꎮ
　 表 ４ 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考虑“五险一金”和供应

商的社会责任

删除企业家态度

模糊的样本

剔除慈善捐赠的

抵税效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ＥＮＶＩＲ ０.１７０５∗∗∗ ０.１５８７∗∗∗ ０.０８６７∗∗∗

(０.０４７７) (０.０３７５) (０.０２９６)

ＥＮＶＩＲ×(１－ＣＯＮＮＥＣＴ) ０.２５９１∗∗∗ ０.２２７２∗∗∗ ０.１３４８∗∗∗

(０.０６２５) (０.０４９７) (０.０３７４)

ＥＮＶＩＲ×ＣＯＮＮＥＣＴ ０.０３４１ ０.０５９１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６９９) (０.０５３８) (０.０４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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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进行了一些其他的稳健性检验ꎮ 一是使用 ２０１６ 年的 ＣＰＥＳ 数据ꎻ二是剔除上市公司样本ꎻ三是使

用序数量表形式的 ＣＳＲ 指数ꎻ四是使用 １１ 个营商环境的具体分项作为解释变量ꎮ 上述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也

证实了基准回归的结果ꎮ 受限于篇幅ꎬ留存备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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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４

被解释变量

考虑“五险一金”和供应

商的社会责任

删除企业家态度

模糊的样本

剔除慈善捐赠的

抵税效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ＣＯＮＮＥＣＴ ０.１３６６∗∗∗ ０.２５８８∗∗∗ ０.１６３６∗∗∗ ０.２７４４∗∗∗ ０.１８１５∗∗∗ ０.２４８１∗∗∗

(０.０５１３) (０.０７１０) (０.０３８１) (０.０６１４) (０.０３３０) (０.０４６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３９２ ０.３９３ ０.４０３ ０.４０５ ０.３３４ ０.３３５
样本量 ２２５１ ２２５１ ２０８９ ２０８９ ２６４２ ２６４２

(四)内生性问题

在营商环境改善与 ＣＳＲ 的关系中ꎬ可能存在着双向因果问题ꎮ 这是因为ꎬ如果企业的

ＣＳＲ 较高ꎬ企业将能够获得较高的市场声誉(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 －Ｋｒａｎｚ 和 Ｓａｎｔａｌóꎬ ２０１０) [２３]ꎬ融资

(Ｖｉｓｈｗａｎａｔｈａｎ 等ꎬ ２０２０) [４]ꎬ甚至更为有利的监管条件(Ｃａｍｐｂｅｌｌꎬ ２００７) [５]ꎬ进而导致企业家

主观地认为营商环境有所好转ꎮ 同时ꎬ遗漏变量问题可能仍然无法避免ꎮ 鉴于此ꎬ本文尝试使

用工具变量(ＩＶ)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来解决内生性问题ꎮ
本文认为ꎬ企业家是否参与过工商联组织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

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 (“两项政策”)的评估

工作(ＥＶＡＬＵＡＴＥꎬ“评估工作”)是一个合适的 ＩＶꎮ 首先ꎬ“两项政策”分别发布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ꎬ均位于 ＣＰＥＳ 设置的“您认为过去两年企业发展环境向好的程度”这一问题所

问时间之前ꎮ 其次ꎬ在“两项政策”中ꎬ都有大量有关改善营商环境的政策ꎮ 这意味着参与过

“评估工作”的企业家会更加关注相关政策的落实情况ꎬ也更容易产生营商环境将会得到改善

的预期ꎮ 因此ꎬ如果上述政策在政策颁布之后得到了落实ꎬ那么ꎬ参与过“评估工作”的企业家

就会更加倾向于认为营商环境得到了改善ꎮ
在外生性方面ꎬ参与“评估工作”可能不是一个严格的外生变量ꎮ 这是因为ꎬ“评估工作”

是由工商联组织的ꎬ因而工商联的会员更可能参加到“评估工作”ꎮ 此外ꎬ当企业的规模较大

时ꎬ企业家更有可能加入工商联ꎮ 因此ꎬ本文加入的企业家是否为工商联会员以及企业规模等

控制变量ꎬ可以使参与“评估工作”被视为一个条件外生变量ꎮ
２ＳＬＳ 的估计结果列于表 ５ꎮ 其中ꎬ内生性检验的 Ｐ 值分别为 ０.００３９ 和 ０.００９５ꎬ拒绝了

ＥＮＶＩＲ 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ꎮ 同时ꎬ弱工具变量检验的 Ｆ 统计量分别为 ２０.７４２ 和 １０.１６６ꎬ均
大于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统计量的临界值(１６.３８ 和 ７.０３)ꎮ 说明本文选择的 ＩＶ 与解释变量是相关的ꎬ
且不是弱工具变量ꎮ 除了表 ５ 所展示的回归结果外ꎬ我们还对工具变量的合理性进行了两项

额外的检验ꎮ 第一ꎬ由于“两项政策”的颁布时间分别为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２ꎬ所以成立时间在 ２０１０
年之后的企业可能没有机会参与到“两项政策”的评估中ꎮ 这意味着将 ２０１０ 年以后成立的企

业纳入样本中ꎬ将会降低企业参与“评估工作”的可能性ꎬ进而低估参与“评估工作”与营商环

境评价之间的相关性ꎮ 不过ꎬ删除 ２０１０ 年之后成立的企业后进行重新检验的结果与表 ５ 的结

果基本一致ꎮ 其次ꎬ在 ＩＶ 的相关性方面ꎬ还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可能会造成威胁ꎮ 第一ꎬ如果企

业家是工商联的领导ꎬ或者企业家所在的工商联级别较高ꎬ为了组织“评估工作”ꎬ这些企业家

会先对两项政策进行了解ꎮ 所以ꎬ无论这些企业家是否参加“评估工作”ꎬ他们都更有可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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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相关政策落实情况ꎮ 第二ꎬ如果企业家对工商联的工作不了解ꎬ那么ꎬ企业家即便是工商联

会员ꎬ甚至参加了“评估工作”ꎬ企业家也很难理解参与“评估工作”的意义ꎬ因而也不会关注相

关政策落实状况ꎮ 第三ꎬ如果企业家不信任政府ꎬ或者不相信政府的经济政策能够落实ꎮ 那

么ꎬ无论企业家是否参与“评估工作”ꎬ他们都不太可能关注相关政策的落实状况ꎮ 因此ꎬ如果

不对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进行控制ꎬ可能会对 ＩＶ 与营商环境感知之间的相关性产生错误的估

计ꎬ即错误地认为本文所选择的 ＩＶ 不是弱工具变量ꎮ 在使用 ＣＰＥＳ 中的相关数据对上述三个

方面的因素进行控制之后ꎬ估计结果仍与表 ５ 一致ꎬ这增强了我们关于本文所选择的工具变量

的信心ꎮ 以上表明ꎬ本文选择的 ＩＶ 是合理的ꎮ
在第一阶段估计中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的系数为 ０.１０９９ꎬ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ꎬ说明参与“评估

工作”能够提高企业家认为营商环境得到了改善的可能性ꎮ 表 ５ 的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与基

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ꎬ说明基准回归的结论依旧成立ꎮ 此外ꎬ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还具有一定

的政策含义ꎬ即政府应尽可能地向企业家宣传国家的相关经济政策ꎬ并提供平台ꎬ鼓励企业家

参与到政府有关经济发展政策的制订与评估过程中ꎮ
　 表 ５ 工具变量回归的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２ＳＬＳ 第一阶段 ２ＳＬＳ 第二阶段

(１) (２) (３)
ＥＮＶＩＲ ＣＳＲ ＣＳＲ

ＥＮＶＩＲ １.０２２７∗∗∗

(０.３７５４)

ＥＮＶＩＲ×(１－ＣＯＮＮＥＣＴ) １.２９８９∗∗∗

(０.４８７０)

ＥＮＶＩＲ×ＣＯＮＮＥＣＴ ０.６９６６
(０.４４６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０.１０９９∗∗∗

(０.０２３９)

ＣＯＮＮＥＣＴ ０.０２２４ ０.１５８５∗∗∗ ０.４８３１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４０５) (０.３０５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１１０ ０.０７７ ０.０３９

样本量 ２６１２ ２６１２ ２６１２

五、进一步分析

(一)不同类型的 ＣＳＲ
本文将式(１)基准回归中的 ＣＳＲ 替换为员工、环境和公益社会责任虚拟变量ꎬ并使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检验营商环境的改善与不同类型的 ＣＳＲ 之间的关系ꎮ 估计结果列于表 ６ꎮ
结果表明ꎬ营商环境改善对员工社会责任没有显著影响ꎬ见表 ６ 列(１)ꎬ但能提高环境社

会责任ꎬ见表 ６ 列(２)ꎮ 这是因为ꎬ随着营商环境的改善ꎬ企业在环境方面受到的合法性要求

越来越高ꎮ 但是ꎬ作为企业内部社会责任的一部分ꎬ员工社会责任不易被外部了解和监督ꎻ而
且ꎬ投资员工社会责任的回报周期较长ꎬ且存在收益不确定性(刘维奇、张燕ꎬ ２０２０) [３７]ꎬ使得

企业的经济激励不足ꎮ
在公益社会责任方面ꎬ在表 ６ 的列(３)和列(４)分别给出了扣除和未扣除抵税效应的估计

结果ꎮ 可以发现ꎬ在未扣除抵税效应时ꎬ营商环境改善能提高企业的公益社会责任ꎮ 但是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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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税效应后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的公益社会责任没有显著影响ꎮ 这可能是因为ꎬ企业进行慈

善捐赠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的声誉进而提高盈利水平ꎬ还可以获得一定的所得税抵免ꎮ 这意味

着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的财税政策ꎬ激励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ꎮ
　 表 ６ 营商环境对不同类型的 ＣＳＲ 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员工社会责任 环境社会责任

公益社会责任

(扣除抵税效应)
公益社会责任

(未扣除抵税效应)
(１) (２) (３) (４)

ＥＮＶＩＲ ０.０５１９ ０.２７０８∗∗∗ ０.１１１５ ０.４８４４∗∗∗

(０.１０６５) (０.０９５５) (０.１０４１) (０.１０１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２３９３ ０.２２８７ ０.１２８７ ０.２２５８

样本量 ２８３５ ２８２５ ２８９０ ２８８５

(二)营商环境水平异质性

对于企业而言ꎬ其生产经营所面临的营商环境是一个固定时点下的静态水平ꎬ而营商环境

的改善则属于营商环境在边际上的动态变化ꎮ 那么ꎬ营商环境改善对 ＣＳＲ 的影响是否与营商

环境水平相关呢? 为回答这一问题ꎬ本文使用王小鲁等(２０１９) [３８]编制的市场化指数来表征企

业经营的营商环境水平ꎮ 本文使用 ２０１２ 年的分省市场化指数平均值ꎬ将企业划分为营商环境

较高地区的企业和营商环境较低地区的企业ꎬ并进行分样本回归ꎮ 回归结果列于表 ７ꎮ
　 表 ７ 营商环境水平异质性的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营商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 营商环境较高地区的企业

(１) (２)

ＥＮＶＩＲ ０.０８０６∗∗ ０.１７１２∗∗∗

(０.０３５７) (０.０４４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４５０ ０.４０５
样本量 １２０１ １４４１

估计结果表明ꎬ对营商环境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而言ꎬ营商环境改善对 ＣＳＲ 的积极影响

更大①ꎮ 这是因为ꎬ对于营商环境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而言ꎬ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较

差的营商环境中生存下去ꎮ 因此ꎬ当营商环境得到改善时ꎬ企业更有可能将因营商环境的好转

带来的资源运用到企业的生产经营当中ꎮ 但是ꎬ当企业所处地区的营商环境较好时ꎬ营商环境

的改善将会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生存压力ꎬ增加企业可用于履行社会责任的资源ꎮ 而且ꎬ当营商

环境较好时ꎬ营商环境的改善可能会带来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更多的合法性压力ꎬ进而提高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可能性ꎮ
(三)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对第二部分中提到的影响机制途径进行检验ꎮ 受限于 ＣＰＥＳ 的数据收集范围ꎬ本文

无法获取企业所受到的合法性压力的数据ꎮ 因此ꎬ本文只检验了经济激励和利他主义两个动

机ꎮ 在经济激励方面ꎬ本文主要检验了营商环境的改善是否会促使企业投资更多生产性活动

􀅰３９􀅰

①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的结果显示ꎬ两组企业的 ＥＮＶＩＲ 的系数差距为 ０.０９０７ꎬ对应的 Ｐ 值为 ０.０００ꎮ 说明

两组企业的 ＥＮＶＩＲ 的系数存在显著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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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ｕｈｎꎬ ２０１１) [２６]ꎬ增加企业可用于履行社会责任的资源的方式ꎬ提高企业的 ＣＳＲ 绩效ꎮ 具体

地ꎬ如果企业在 ２０１３ 年用于扩大生产规模的投资金额大于 ０ꎬ则认为该企业进行了生产性活

动的扩张(ＥＸＰＡＮＤ)ꎬ并将 ＥＸＰＡＮＤ 赋值为 １ꎬ否则为 ０ꎮ
在利他主义方面ꎬ本文检验了营商环境的改善是否会通过提高企业家的主观社会经济地

位ꎬ以此提高企业家参与社会责任活动的可能性(Ｉｏａｎｎｏｕ 和 Ｓｅｒａｆｅｉｍꎬ ２０１２) [６]ꎮ 具体地ꎬ企业

家主观地位来自 ＣＰＥＳ 中的企业家对自身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的主观评价ꎮ 企业家填写的

相应项目的分值越小ꎬ意味着主观地位越高ꎮ 因此ꎬ本文将企业家填写的三项主观地位的分值

按照 １１ 减去原始分值的方式进行转换ꎬ并使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出一个“企业家主观地位”的
公因子ꎬ作为企业家主观地位的代理变量(ＳＴＡＴＵＳ)ꎮ

上述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列于表 ８ꎮ 在列(１)中ꎬＥＮＶＩＲ 的系数显著为正ꎬ说明营商环境

改善能够促进企业投资于生产性活动ꎮ 列(２)中ꎬＥＮＶＩＲ 和 ＥＸＰＡＮＤ 的系数也均显著为正ꎬ
且 Ｓｏｂｅｌ 检验中 Ｚ 统计量等于 ３.２８５ꎬ对应的 Ｐ 值为 ０.００１ꎮ 这就证明了营商环境改善能够通

过促进生产扩张的方式ꎬ增加企业可用于履行社会责任的资源ꎬ进而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

绩效ꎮ
　 表 ８ 营商环境的影响机制

被解释变量
ＥＸＰＡＮＤ ＣＳ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ＣＳＲ

(１) (２) (３) (４)

ＥＮＶＩＲＤ ０.０６１３∗∗∗ ０.１２３６∗∗∗ ０.２３９４∗∗∗ ０.１２９１∗∗∗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３１５) (０.０３３７) (０.０３２６)

ＥＸＰＡＮＤ ０.２９５６∗∗∗

(０.０３３７)

ＳＴＡＴＵＳ ０.０５５６∗∗∗

(０.０１７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１４２ ０.４３８ ０.２２２ ０.４２７
样本量 ３００４ ２６４２ ２９２６ ２５８７

列(３)显示ꎬＥＮＶＩＲ 的系数显著为正ꎬ说明营商环境改善能够提高企业家的主观地位ꎮ 同

时ꎬ在列(４)中ꎬＥＮＶＩＲ 和 ＳＴＡＴＵＳ 的系数也均显著为正ꎬ且 Ｓｏｂｅｌ 检验中 Ｚ 统计量等于 ２.８４２ꎬ
对应的 Ｐ 值为 ０.００４ꎮ 这就证明了营商环境的改善将会通过提高企业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

方式ꎬ促使企业家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Ｉｏａｎｎｏｕ 和 Ｓｅｒａｆｅｉｍꎬ ２０１２) [６]ꎮ

六、结论

营商环境的改变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具有重要的影响ꎮ 本文实证研究了企业家对整体营商

环境变化的评价对 ＣＳＲ 的影响及其机制ꎮ 研究发现ꎬ当营商环境改善时ꎬ企业履行 ＣＳＲ 的可

能性将会提高ꎬ但是ꎬ政治关联削弱营商环境改善对 ＣＳＲ 的积极影响ꎮ 进一步分析表明ꎬ营商

环境改善对企业的员工社会责任没有显著影响ꎬ其对 ＣＳＲ 的积极影响仅存在于环境社会责任

和未扣除抵税效应时的公益社会责任中ꎮ 而且ꎬ营商环境改善对 ＣＳＲ 的积极影响在营商环境

水平较高地区更大ꎮ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ꎮ 首先ꎬ政府应继续推动以行政审批下放、商事制度

改革等为代表的营商环境改善行动ꎬ以积极的态度解决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可能面临的融资约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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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人力资源缺乏、产权保护不足等问题ꎬ不断提高企业经营的营商环境ꎮ 其次ꎬ政府应尽可能

地向企业家宣传国家的相关经济政策ꎬ并提供平台ꎬ鼓励企业家参与到政府有关经济发展政策

的制订与评估过程中ꎮ 再次ꎬ政府还可以通过制定和公益捐赠抵免所得税类似的财税政策或

相应制度(如碳排放交易制度ꎬ治污装置安装补贴等)ꎬ提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ꎮ 最

后ꎬ对于企业而言ꎬ需要意识到建立政治联系对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的影响ꎮ 具体地ꎬ在企业所

处地区的营商环境较差时ꎬ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获取生产所需的资源、信息等要素ꎮ 但是ꎬ当
企业所处地区的营商环境有所改善时ꎬ企业应考虑弱化与政府间的政治关联ꎮ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ꎮ 首先ꎬ营商环境的改善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ꎮ 但是ꎬ由
于 ＣＰＥＳ 为截面数据ꎬ本文无法讨论营商环境改善的动态影响ꎮ 其次ꎬ受限于数据的收集范

围ꎬ本文的研究仅包含了员工、环境、公益和供应商等四个维度的 ＣＳＲꎬ缺乏来自客户等其他维

度的 ＣＳＲ 信息ꎮ 最后ꎬ同样由于数据限制ꎬ本文只检验了营商环境改善影响 ＣＳＲ 的经济激励

和利他主义两个动机ꎬ而没有对合法性动机进行检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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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ｄｅｄ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ｘ ｃｒｅｄｉｔ ｅｆｆｅｃｔ)ꎬ ｗｈｉｌｅ ｉｔ ｈ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ꎬ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ＳＲ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ａｍｏ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ＣＳ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ꎻ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ꎻ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ꎻ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
ｎ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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